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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两种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影

响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而分析两种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效果。通过 369

份“领导者—下属”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促进员工

工作绩效；（2）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通过工作投入影响工作绩效，基于社交的

社交媒体使用还通过关系冲突影响工作绩效；（3）社交媒体的工作使用和社交使用对员工工

作绩效的影响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本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视角，

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同时通过比较分析为组织管理社交媒体使用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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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统计，《财富》世界 500 强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普遍使用社交媒体，企业使用社交

媒体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Schlagwein & Prasarnphanich, 2014)，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也

越来越关注工作场所中的社交媒体如何改变组织和员工的工作(Wu et al., 2021)。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指基于 Web2.0 思想和技术基础之上的支持用户内容生成和交换的一组互联网

应用，允许人们进行撰写、分享、评价、讨论和相互沟通(Kaplan & Haenlein, 2010)，典型应

用如 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等。组织最初引入社交媒体是为了提升绩效，这一目的

导向使多数研究聚焦于工作相关的使用而忽视甚至消极看待社交相关的使用行为(Brooks, 

2015; Demircioglu & Chen, 2019)。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在尚未进入组织前就已作为休闲

用途为大众接受，因此组织不可能完全禁止社交媒体使用。即便组织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监

管、限制或阻止社交媒体的社交使用，但是这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降低员工的

积极性和幸福感(Leonardi & Vaast, 2017)。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绩效的

影响与不同使用模式之间存在关联(Ding et al., 2019)。从这一角度来看，理清不同社交媒体

使用目的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根据使用和满足理论，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可划分为基

于工作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张新 等, 2018)。其中，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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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等活动，促进资源产生、团队协作以及核心工作信息

和内容的交换等(Benitez et al., 2018)；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指员工利用社交媒体维系和

构建人际关系，有效实现社会和个人信息的交流，提供社会和情感支持(Song et al., 2019)。

基于此，本研究在明确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工作/社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与员工工作绩

效的关系。 

理解和解构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绩效的作用机制是全面认识社交媒体使用的关键

所在，然而目前的研究仍有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一，学者们更倾向于工作机制，如组织

承诺、工作满意度等(Chu, 2020)，忽视了“人际机制”这一重要领域。因此，本文综合工作

和人际两大机制来解释社交媒体使用目的的影响机制。第二，与传统工作环境相比，社交媒

体创设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数字化环境，重塑了员工的工作和沟通方式，对其工作状态和人际

关系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与该组织现状相对应的是，学者们关于社交媒体在工作场所的使

用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鼓励利用社交媒体增强员工的工作动机和积极性(Bizzi, 2017)；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会给组织带来巨大风险和挑战，如社交媒体的引入无形中

给员工带来更大的压力(Bucher et al., 2013)。因此，我们从积极和消极视角选取人际、工作

两方面变量来解释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以期能够回应这一争议。 

随着组织管理理念和结构的不断革新，管理者对于社交媒体也有了更准确的认知，实现

了从“该不该使用”到“如何有效发挥价值”的转变。学者们开始从更全面的视角看待基于

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使用，如用于休闲、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并非只存在消极影响，合理应

用有助于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提高情感承诺等(Wu et al., 2020; Luo et al., 2018)。但是关于

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研究大多是割裂地探讨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忽略了两者之间

可能存在的共同作用。Sun 和 Shang(2014)曾指出与社交相关的使用能促进与工作相关的使

用，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质性研究发现 Ding talk(工作导向)和微信(社交导向)两种社交媒体工

具在工作时能够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提高团队和员工的绩效(Song et al., 2019)。换言之，

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使用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两者必然是共同塑造员工行为的，因此只考虑

一种社交媒体使用不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其作用效果。基于此，本研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交互效应。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工作特征要素可以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其中工作资源

指工作中与生理、心理、社会或组织等方面相关的“正向因素”，不仅可以对员工的动机过

程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减少工作要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Bakker & Demerouti, 2017)。本研究

通过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投入和人际信任的影响来表征它对工作动机的增益作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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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干扰和人际信任的影响来表征它对工作要求的缓冲作用(Van Zoonen et al., 2017; 

Saxton & Guo, 2020)。具体而言，工作场所中社交媒体的使用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动机性

资源，保证员工积极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又能够缓解工作要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产

生倦怠，最终体现于员工绩效提升。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两方面说明社交媒体使用所带来的

积极影响，并通过引入工作状态和人际关系两类变量进一步理解社交媒体使用发挥作用的工

作和人际机制。通过全视角的研究思路，不仅可以丰富社交媒体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促进了

组织对社交媒体的认识和管理，有助于引导员工合理使用社交媒体，这对于提高组织绩效，

促进组织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1 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绩效 

一些学者认为员工通过使用社交媒体能够积累和调动一些无形或有形的资源，并将这些

通过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社会资源称为社交媒体资本(Saxton & Guo, 2020)。在使用社交媒体

的过程中，员工主要靠信息沟通、正式/非正式的联系来构建社交媒体资本。首先，社交媒

体打破了时间、地点等的限制，加速了组织内部信息和知识的共享(Van Zoonen et al., 2016)。

工作信息有助于员工更好地获取工作和任务知识，提高工作效率(Yang et al., 2021)；社交信

息则有助于员工形成表达网络，带来情感利益(Luo et al., 2018)。其次，区别于传统的互动模

式，社交媒体打破了层次界限，有助于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社会互动和关系构建，使员

工感受到支持和信任。员工通过有效的社会互动获得充足能量来提升个体的心理资源，带来

积极心理体验，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诸彦含 等, 2017; Wu et al., 2021)。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工作资源是工作中的“正向因素”，充裕的工作资源能够促进工

作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我们认为，假设 1：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显

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绩效。 

1.2 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基于增益路径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工作资源拥有天然的动机特性，可以激发员工的动机和提高

工作投入，进而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工作场所中的社交媒体可用于协助员工工作和信息

分享，减少工作中的沟通障碍，使得员工可以轻松有效地分享资源和信息(Parveen et al., 

2015)。同时专业性的工作知识分享更是一种互惠行为，有助于分享者和接收者双方的知识

积累和能力提高(Yang et al., 2021)，进而增加员工的工作资源。另一方面，与传统媒体相比，

社交媒体的使用加强了组织内部沟通、员工与他人之间的积极互动，不仅可以帮助员工和组

织中与自己相似的人之间建立关系，还能够帮助员工获取来自于同事和上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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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anathan et al., 2021)。员工在工作环境中获得的资源会影响其工作投入状态，因此我们

认为社交媒体使用有助于员工获得更多的资源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Men et al., 2020)。工作

投入作为一种积极工作状态，主要通过活力、奉献和专注来表征(Schaufeli et al., 2002)。高

工作投入状态下的员工会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愿意和同事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保证

了高效的沟通协作。此外，员工通常会对自己的任务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意愿，能够

完成角色内的任务绩效，从整体上提升了工作绩效(聂国栋 等, 2020)。 

基于此，我们认为，假设 2：工作投入在基于工作(a)、社交(b)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绩

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平台，能够展示个人信息，如社会关系网等身份信息。身份透明

让员工可以了解他人的相关信息，为信任的发展创造条件(Liang, Tian, et al., 2020)。具体而

言，员工将社交媒体用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时使员工能够了解同事的知识，促进了员工间的知

识共享(Kipkosgei et al., 2020)。因此，员工可以识别相关领域里的专家，并从同事那里获得

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促进员工对同事能力的肯定。根据以往关于信任的研究，能力信任是影

响人际信任的重要因素(Mayer et al., 1995)。员工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他人的能力，会进一步

促进彼此间的信任。此外，员工能够迅速找到和同事的共同点，相似的兴趣和愿景会进一步

促进员工之间的信任(Sun et al., 2019)。与社交相关的使用强调社会联系和互动，员工通过进

行频繁且可见的社交活动促进非正式关系，进而培养友谊和信任(Fu et al., 2019)。社交媒体

使用所带来的工作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建立基于信任的职业和人际关系，让个体感到安全和信

心，加强彼此的社会交换关系(Kipkosgei et al., 2020)。而这些交换关系有利于员工间的信息、

经验等工作资源的双向流通，进而逐渐转变为对工作目标的奉献，最终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

(Chen & Wei, 2020)。 

基于此，我们认为，假设 3：人际信任在基于工作(a)、社交(b)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绩

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基于缓冲路径 

在越来越动态化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干扰成为了一种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如何

应对工作场所中的干扰就显得尤为重要(Puranik et al., 2020)。工作干扰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员工没有充足的资源去应对，产生疲劳和消极情绪所导致的(Keller et al., 

2019)。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的“缓冲”假设，当员工使用社交媒体获得充足的工作和

个人资源时，他们可以有效减少工作干扰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充足

的资源能够增加员工对工作干扰的控制，使员工能够自行决定是否将注意力注意到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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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上(Bakker et al., 2007)。Keller 等人(2019)也从另一个视角解读该现象，当员工能够拥

有足够应对工作干扰的资源，他们会感知到更少的工作干扰。社交媒体的可见性可以加强员

工关于“谁知道什么，谁知道谁”的元知识，使员工直接定位组织中的专家并获得自己所需

要的知识(Sun et al., 2020)，避免无关信息对正常工作的干扰。此外，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社

交活动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休息机制，能够帮助员工恢复资源(Wu et al, 2020)。因此，员

工通过在工作中不断补充资源不仅能降低员工对工作干扰的感知，而且能够有效应对工作干

扰，减少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更低的工作干扰使员工能够更集中于当前的工作，同时能够减

少员工的不满和抱怨(Keller et al., 2019)，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一方面

能够完成既定的任务，另一个方面也由于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更愿意在组织内建立更多的联系，

奉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Liang, Xin, et al., 2020)。 

基于此，我们认为，假设 4：工作干扰在基于工作(a)、社交(b)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绩

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关系冲突会导致消极情绪、愤怒、紧张和分歧行为等问题，员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来处理，这很有可能使其处于一种资源耗竭的状态(Bruk-lee & Spector, 2006)。这种情况

下，员工不仅会对工作投入更少的精力，表现出糟糕的工作表现，还会导致与同事的消极互

动(Mulki et al., 2015)。反之，当员工拥有充足的个人资源和工作资源时，关系冲突所带来的

认知压力和紧张感会有所缓解，员工也有能力去合理应对和处理关系冲突，从而避免产生严

重的消极影响。首先，频繁的互动为员工得到社会和情感支持提供了条件，员工之间的亲密

关系和归属感有助于彼此间的相互理解，避免产生关系冲突的同时也有助于抵消产生的消极

影响(Jiang et al., 2019)。其次，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友好的虚拟环境，员工之间可以互相交

流工作相关的信息，有效避免和减少了沟通障碍，进而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足所造成的关系

冲突(Cao & Ali, 2018)。最后，完成任务之余借助社交媒体进行休息，也是一种恢复机制，

能够帮助员工恢复资源(Cheng & Cho, 2021)。 

基于此，我们认为，假设 5：关系冲突在基于工作(a)、社交(b)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绩

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之间的交互效应 

高绩效需要任务要求和社会交流之间的密切配合，这一特点在使用社交媒体的互动环境

中进一步得到强化(Chen & Wei, 2020)。当员工出于工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时，社交媒体的

社交用途能够进一步加强工作使用的效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工作资源能够互相补充和叠加，

促进员工形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职场关系，继而提高工作绩效。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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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一种工作资源能够加强员工的动机过程，同时工作场所的限制性使社交媒

体使用具有工作指向的特点，因而无论是出于社交目的还是工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所获得的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都将有利于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具体而言，通过基于工作的社交

媒体使用，员工能够有效进行工作信息沟通、工作知识共享、帮助他人解决工作问题等，获

得提高工作能力的资源，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Lu et al., 2015)。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若

能继续通过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来加强与同事的互动，建立多元的关系网络(Fu et al., 

2019)，获得支持和鼓励，将会进一步提高员工的积极工作体验。充足的工作资源有利于员

工更加投入工作，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员工展现出更高的绩效水平。同时，由于不同导

向的社交媒体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工作资源(Song et al., 2019)，即工作导向的社交媒体具有

工作价值、社交导向的社交媒体具有表现价值，所以当员工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水平较

低时，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减弱。换言之，单一的社交媒体使用

行为只能有限地发挥社交媒体的价值。在整合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员工在工作场所

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基于工作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存在相互协同的关系，即

二者的交互项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工作干扰、人际信任和关系冲突，进而影响员工的

工作绩效。 

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6：基于工作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的正向交互影响工作投入（a）、

工作干扰（b）、人际信任（c）、关系冲突（d），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程序 

本研究以国内互联网企业的中层和基层员工为调研对象，选择上海、河南等地的企业进

行调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领导者—员工匹配问卷，其中问卷发放以纸质量表

为主、电子量表为辅。施测过程以研究者本人参与和委托代理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所有研

究对象被告知问卷调查以匿名形式进行，收集到的数据完全用于科学研究，具有严格保密性。

作答结束后，采用配对的方式将上级与下级按照编码顺序进行一一对应，在避免研究对象个

人信息遗漏的同时保证问卷配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中领导者报告自身人口统计学信

息和对下属的工作绩效评价，员工报告自身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投入、工作干扰、人际信

任、关系冲突和人口统计学信息。在其公司行政人员的配合和帮助下，本研究共发放 519

份问卷，回收到的有效配对问卷为 369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71.1%。 

2.2 变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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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变量测量均选自国内外成熟量表，并采用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将量表翻译

为中文。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方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 

社交媒体使用：采用由张新等人(2018)修订的 Gonzalez 开发的社交媒体使用量表，该量

表分为基于工作的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两个维度，包括 9 个测量条目。例如“我利用

社交媒体在工作闲暇时休闲”。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工作、社交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分别是 0.80、0.75。 

工作投入：采用 Schaufeli 等人(2006)编制的工作投入量表，包括 9 个测量条目。例如“工

作时我感觉精力充沛”。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3。 

工作干扰量表：采用 Ou 和 Davison(2011)编制的工作干扰量表，包括 3 个测量条目。例

如“使用社交媒体非常影响我集中精力工作”。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69。 

人际信任：采用 McAllister(1995)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包括 11 个测量条目。例如“我

对自己与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投入了很多感情”。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84。 

关系冲突：采用 Jehn 和 Bendersky(2003)编制的关系冲突量表，包括 3 个测量条目，例

如“我和领导(同事)之间存在较多的情感冲突”，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79。 

工作绩效：釆用Van Scotter和Motowidlo(1996)编制的工作绩效量表，共 15个测量条目，

任务绩效、人际促进、工作奉献维度均为 5 个条目。为了有效避免社会赞许效应对本研究的

影响，将采用管理者他评的方式对员工绩效进行测量，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1。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把员工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Liang, Xin, et al., 2020)。 

3 研究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

投入、工作干扰、人际信任、关系冲突、工作绩效这 7 个变量的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如表 1

所示，七因素模型拟合指数达到要求(RMSEA/SRMR < 0.08，CFI/TLI > 0.90)且呈现最优结

果，说明在本研究中 7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此外，在本文涉及的 7 个变量中，除了员工的工作绩效外，其余 6 个变量均来源于员工

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导致同源偏差。因此，根据 Podsakoff 等人(2003)以及 Dulac 等人(2008)

的建议，采用了 Harman 单因子法和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来检验同源偏差。Harman 单因

子检验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为只解释了总变异的 28.78%。未测单一方法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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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法结果表明，同源偏差潜因子的 AVE 值仅为 0.02，远远低于临界值 0.5，表明本文涉及的

变量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明显。 

表 1 区分效度检验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 

模型 χ
2
 df χ

2
/df CFI TLI RMSEA SRMR 

单因子模型：I1+I2+I3+I4+I5+I6+D7 2211.44 252 8.78 0.50 0.45 0.15 0.11 

二因子模型：I1; I2+I3+I4+I5+I6+D7 1827.93 251 7.28 0.60 0.56 0.13 0.11 

三因子模型：I1; I2; I3+I4+I5+I6+D7 1581.28 249 6.35 0.66 0.62 0.12 0.10 

四因子模型：I1; I2; I3; I4+I5+I6+D7 1246.25 246 5.07 0.75 0.72 0.11 0.09 

五因子模型：I1; I2; I3; I4; I5+I6+D7 1039.67 242 4.30 0.80 0.77 0.10 0.08 

六因子模型：I1; I2; I3; I4; I5; I6+D7 736.88 237 3.11 0.87 0.85 0.08 0.07 

七因子模型：I1; I2; I3; I4; I5; I6; D7 402.73 231 1.74 0.96 0.95 0.05 0.05 

八因子模型: I1; I2; I3; I4; I5; I6; D7; CMV 312.82 207 1.51 0.97 0.96 0.04 0.04 

注：N = 369; I1 代表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I2 代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I3 代表工作投入，

I4 代表工作干扰，I5 代表人际信任，I6 代表关系冲突，D7 代表工作绩效，CMV 代表同源偏差，“+”代表

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两两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总结于表 2 中。

结果显示，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和中介变量、结果变量都显著相关，初步符合理

论预期。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信度和相关性 

变量名称 M SD 1 2 3 4 5 6 7 

1.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 5.60 0.99 (0.80)       

2.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5.55 0.92 0.32
**

 (0.75)      

3.工作投入 5.63 0.84 0.33
**

 0.31
**

 (0.93)     

4.工作干扰 3.46 1.23 –0.26
**

 –0.20
**

 –0.18
**

 (0.69)    

5.人际信任 5.49 0.65 0.44
**

 0.41
**

 0.59
**

 –0.12
*
 (0.84)   

6.关系冲突 2.55 1.06 –0.20
**

 –0.25
**

 –0.37
**

 0.32
**

 –0.37
**

 (0.79)  

7.工作绩效 5.86 0.63 0.18
**

 0.27
**

 0.36
**

 –0.14
**

 0.34
**

 –0.33
**

 (0.910) 

注：N = 369; *p < 0.05, **p < 0.01(双尾检验)。表格中对角线上括号内为 α 信度系数。 

3.3 假设检验 

假设 1a 和假设 1b 从工作要求—资源视角假设了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

绩效的积极影响，如表 3 所示，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绩效。因

此，假设 1 得到了支持。 

假设 2a 和 2b 认为工作投入在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

作用。如表 3 所示，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工作投入正向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显

著β= 0.063，p = 0.082，但 Bootstrap = 1000 的 95%置信区间为[0.003, 0.146]，不包含 0；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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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工作投入正向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检验中(β= 0.088, p = 

0.022)，且 Bootstrap = 1000 的 95%置信区间为[0.027, 0.159]，因此间接效应存在。同时，假

设 3a 和 3b 认为人际信任在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如表 3 所示，人际信任通过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因此，假设 2 得到支持，假设 3 被拒绝。 

假设 4a 和 4b 认为工作干扰在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

作用。如表 3 所示，工作干扰通过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

不显著。同时，假设 5a 和 5b 认为关系冲突在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工作绩效之

间起到中介作用。与假设提到的缓冲影响一致，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关系冲突正向

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β= 0.088, p = 0.022)，且 Bootstrap = 1000 的 95%置信区间为

[0.027, 0.182]。但是，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关系冲突正向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

检验不显著。因此，假设 4 被拒绝，假设 5 得到部分支持。 

表 3 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工作绩效  工作投入 工作干扰 人际信任 关系冲突  工作绩效 

直接效应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 0.17
**

  0.30
**

 –0.27
**

 0.41
**

 –0.18
**

  –0.03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0.14
*
  0.34

**
 –0.23

**
 0.43

**
 –0.36

**
  0.14 

工作投入        0.21
*
 

工作干扰        0.02 

人际信任        0.09 

关系冲突        –0.24
*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投入→工作绩效     0.063 [0.003, 0.146]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干扰→工作绩效     –0.004 [–0.051, 0.036]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信任→工作绩效     0.037 [–0.047, 0.148]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关系冲突→工作绩效     0.044 [–0.003, 0.093]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投入→工作绩效     0.088 [0.027, 0.159]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干扰→工作绩效     –0.004 [–0.042, 0.034]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信任→工作绩效     0.038 [–0.064, 0.138]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关系冲突→工作绩效     0.088 [0.027, 0.182] 

注：N = 369; *p < 0.05, **p < 0.01。 

为了更为直接地描述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整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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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可以同时通过工作投入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所以通

过检验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交互效应来探究二者是否存在相互关系，如表

4 和表 5 所示，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的交互项负向预测员工的工作投入(β= –0.11，

p = 0.046)，并且工作投入能够正向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β= 0.15，p = 0.008)，间接效应为

–0.016(95%CI = –0.045 ~ –0.001)。综上，尽管假设 6 未得到支持，但是分析结果指出了另

一种交互效应形式：替代作用。具体而言，在原有中介机制的基础上，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

使用与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存在负向交互，并且能够通过工作投入进一步影响工作

绩效，即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可以相互替代。 

表 4 交互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工作投入 工作干扰 人际信任 关系冲突  工作绩效 

自变量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 0.21
**

 –0.31
**

 0.21
**

 –0.13
*
  –0.01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0.19
**

 –0.16
*
 0.18

**
 –0.23

**
  –0.01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0.11
* –0.10 –0.03 0.06  0.05 

中介变量       

工作投入      0.15
**

 

工作干扰      –0.01 

人际信任      0.12 

关系冲突      –0.11
**

 

注：N = 369;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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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介效应值 

中介模型 中介效应(95%CI)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投入→工作绩效 –0.016 [–0.045, –0.001]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工作干扰→工作绩效 0.001 [–0.004, 0.010]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信任→工作绩效 –0.003 [–0.020, 0.003] 

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关系冲突→工作绩效 –0.007 [–0.023, 0.003] 

注：N = 369。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探索员工基于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其工作绩效

的影响机制。针对 369 份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场所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员工来说是

一种工作资源，能够通过促进工作投入和减少(缓解)关系冲突提高员工绩效。具体而言，基

于工作和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够同时通过工作投入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此外，关系冲突

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工作绩效之间也起到了中介作用。以往关于社交媒体使用

行为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基于社交媒体使用的单一维度出发探讨其影响机制(Demircioglu & 

Chen, 2019; Luo et al., 2018)，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且对其中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因此，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的视角，从增益和缓解两条路径验证了社交媒体使用对组织

结果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发现基于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存在的替代作用，这对已

有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4.1 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为了揭示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一种工作资源的影响效果，将工作要求—资源

理论引入到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中，从增益和缓冲路径探究了不同特性社交媒体使用所产生

的影响，为有关社交媒体使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可以看作是

一种工作资源，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聂国栋 等, 2020; Wu et al., 2021)。一方面，员工

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形成庞大的社交网络来获取信息和资源，同时也可以作为第三者的身份通

过观察同事之间的沟通互动进行学习，进而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Liang, Xin, et al., 2020)。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使用改善了传统工作场所中所存在的沟通障碍、知识隐藏、关系冲突等

诸多问题(王鹏 等, 2019)，减少了资源损耗。因此，工作场所中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能够帮

助员工获得、维持足够的资源来进行工作，以达到规定的绩效目标。 

第二，本研究基于以往学者的观点，整合了工作状态和人际关系两个视角对社交媒体使

用行为和员工绩效间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挖掘，打开了社交媒体使用与员工产出间的内部黑箱。

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能够为员工创造直接有效的工作环境，信息的易得性和及时性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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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证工作效率，让员工可以专注于工作(Van Zoonen et al., 2017)。同时，基于社交的社交

媒体还有助于员工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能够增加员工的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塑造

了良好的工作氛围，避免了冲突的产生(Jiang et al., 2019; Kipkosgei et al., 2020)。与以往研究

一致，尽管社交媒体能够促进信任和减少干扰，但是这并没有直接对员工的绩效表现产生影

响(Nilasari, 2020)。我们认为员工之间的信任形成可能只局限于个人层面，员工更多关注自

身，因而不会直接影响工作绩效。人际信任和工作绩效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中介机制或边

界调节，这也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此外，尽管社交媒体的熟练使用能够帮助员工减少工

作中的干扰，但是由于工作干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其他干扰的存在影响了这一路

径的作用。 

第三，本研究挖掘和探讨了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

相互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社交媒体领域的相关研究。以往研究大多将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看

作是平行关系，忽略了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基于工作和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二者负向交互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进

而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换言之，社交媒体在工作场所中的社交和工作使用在“社交媒体—

工作状态—工作绩效”中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中认为二者之间协同互

补的观点相反(Song et al., 2019)，可能存在以下原因：首先，本研究将社交媒体使用限制在

工作场所内，因此社交媒体相关的使用的互动对象仅限于组织内部人员，进而使得社交媒体

使用带来的影响仅指向组织内部，所以产生的影响机制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其次，Song 等

人(2019)仅关注了 DingTalk 和 WeChat 两种社交媒体，而本研究中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使用

则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社交媒体工具，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交媒体使用，因而在研究结果上

存在差异(McFarland & Ployhart, 2015)。最后，本研究采用了量化研究并通过检验交互效应

来说明两种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彭坚 等, 2020)。这一结果通过揭示了基于工作和基于

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目的联合作用形式，丰富了学术界对社交媒体使用影响效果的全面认识。

同时，与以往结果的矛盾之处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聚焦于探讨员工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对于组织优化社交

媒体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第一，管理者应当以综合视角来看待社交媒体使用行为，

摒弃对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交活动的刻板印象，应允许员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对工作有积极

影响的非工作活动。适当的休闲、社交活动能够帮助员工从“高压”环境中暂时脱离出来，

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恢复路径帮助员工在后续的工作中更加投入。 

ch
in

aX
iv

:2
02

10
6.

00
10

8v
1



 

第二，从社交媒体使用的交互效应来看，基于工作和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在通过工作投

入影响工作绩效的路径中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当意识到尽管基于工作/社

交的社交媒体的使用均能够有效改善员工的工作状态和行为，但是它们的广泛使用也有可能

限制彼此的积极影响。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更多的工作/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并不总是

好的，组织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 

4.3 不足和展望 

第一，本研究在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

横截面数据，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严谨论断，结果难以反映社交媒体使用、人际

关系、工作状态、工作绩效的动态影响过程。未来研究可以采取具有时间跨度的纵向追踪方

法，对变量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深入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和工作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其次，

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把员工当作一个同质的整体，忽略了潜在的群体差异。以往研究表明

个体特质、背景因素等也会影响到社交媒体使用(Hruska & Maresova, 2020)。未来研究可以

从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等视角探究社交媒体使用的差异性影响。 

第二，本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有进一步的扩展空间。首先，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社交和工

作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均通过增益路径，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研究没有考虑社交媒

体使用的结果还会受到使用频率和程度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研究在揭示社交媒体可能存在

的阴暗面，如对工作产生干扰、网络成瘾，这些消极影响的存在过度使用，工作时间外使用

等前提条件(Moqbel & Kock, 2018; 聂国栋 等, 2020)。未来可以考虑探索社交媒体使用频率

增加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挖掘社交媒体使用与组织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为组织实践

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其次，关于工作场所中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本研究仅涉及了工作

绩效这一变量，未能充分揭示社交媒体的价值。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其他变量，如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进一步挖掘员工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丰富

组织管理中社交媒体领域的相关研究。最后，本研究仅考虑了单一水平的变量，忽略了团队

因素对测量结果和研究结果的影响(Richard et al., 2009)，如团队文化氛围。未来研究可以纳

入团队或组织水平的高层次构念，采用跨层分析对数据进行挖掘，全方面考察组织因素、个

人因素等对社交媒体作用机制可能存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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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effect of employees' usage of social media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and resulted in inconsistent findings. In addition, some studies ignored the 

possibl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dia usage, leading to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edia.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dia usage, integrate the two paths of resource buffer and resource gain,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media usage on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theory, social media has an impact on an 

organization as a job resou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gain path, employees can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work through social media to improve their working ability;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deepen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nhances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buffer path, social media provides employees 

with a wealth of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resources. These resources help employees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workplace, such as distractions and conflicts. Therefore, from the two paths, 

we assume that work stat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an act as parallel multiple mediations 

between social media usage and job performance, respectively.  

Using a “leader-subordinate” pairing survey, 487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Henan, and 36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e found that 

work-based and social-based social media usage both affect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work 

engagement. Additionally, the social-based social media usage also affects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relationship conflict mediation. Interaction effect tests further suggest that work-based 

and social-based social media usage are mutual substitutions for influencing work performance 

through work engagement. 

This study has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media usage. Second, the study draws on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theory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age on job performance,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reasons we use social media. Finally,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media usage, offering clarification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media usage and job performance. 

Key words  social media usage, working st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job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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